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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培清，张东海，艾泽民，郭斌．基于格局⁃过程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的自然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以黄土高原为例．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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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格局⁃过程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的自然景观
生态风险评价
———以黄土高原为例

景培清，张东海∗，艾泽民，郭　 斌
西安科技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要：传统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估侧重于评价景观镶嵌体相对于最优格局的偏离程度，忽视生态系统过程和景观类型内部分异，
使得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评估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综合“格局⁃过程”的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构建适合自然生态系统的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黄土高原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７ 年的景观生态风险进行评估。 从空间分异来看，相较于传统的

景观格局风险指数法仅在沙漠景观呈现高风险单一结果，本研究结果显示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由高到低依次为城市和沙漠

景观、中部丘陵沟壑区草地景观、西北荒漠草地景观和东南部农田景观、东南部高山林地景观，具有明显空间分异。 从时间变化

来看，生态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平均值由 ０．４１０ 降低到 ０．３８５，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下降不

明显，生态工程持续实施对景观生态风险持续下降作用变弱。 其中，自然景观（林地和草地）受生态工程促进生态风险持续降

低，而人工景观（城市和农田）尤其是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促使区域生态风险升高明显，建议加强城市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同时

限制北部环境恶劣小城镇的发展。 此外，中部丘陵沟壑区草地恢复力不足和降水侵蚀力增强也会促使风险升高，建议在生态保

护时给予重点考虑。
关键词：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格局⁃过程；有序加权平均；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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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ａｔｔｅｒ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近年来，由于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自

然生态系统承受着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与胁迫，这些压力与胁迫产生了诸多生态危害［１⁃３］。 十九大报告在论述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４］。 科学地评估区域生态风险，优化自然

生态系统安全格局成为科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求。 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是区域生态风险评估的重要

方向，主要探讨自然因素或人类活动干扰对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交互作用造成的负面影响［５⁃６］。 自然景观生

态风险评估需要将横向的地理空间异质性和纵向生态过程进行耦合，通过景观尺度上对格局与过程定量表

征，有效描绘有多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的自然生态系统对区域生态安全的维护作用［７］。
目前常见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估主要侧重于评价景观镶嵌体相对于最优格局的偏离程度的生态风险效应，

也就是以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为诱因的生态风险评价［８⁃１０］。 该方法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土地利用结构综合

指数法［１１⁃１２］，该方法考虑评价单元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例及其类型的风险系数（以经验性为主），一般

以二者的乘积表征该类型的生态风险，将各类土地类型的生态风险之和为评价单元的生态风险值（即加权求

和）；另一种方法是景观格局的风险指数法［１３⁃１５］，该方法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经验性的景观类型风险系数改

进为各景观类型景观干扰度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乘积的平方根，然后进行加权求和计算。 尽管上述方法早

期在学界得到较为广泛应用，但仍有一定的缺陷［８］：一是在理论上仅关注静态景观格局，忽略生态系统过程

（如空间交互和时间动态），缺乏生态学含义［１６］；二是在数据源上仅依赖于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受单一数据

的详细程度影响会忽视各景观类型内部风险分异且会低估生态风险系数，如黄土高原草地类型中干旱区荒漠

草地生态风险程度明显高于半湿润区草地，不能直接统一对待；三是在尺度上多以小范围的规则格网为评价

单元，会将本应连通的景观斑块分离，降低景观格局的优化程度进而高估景观生态风险［１１］。 因此，景观生态

风险的评价有必要逐渐向多角度、多层次推进，从单一静态格局到考虑时空动态变化，在指标选择上考虑本体

暴露与外部干扰相结合的多要素评估，在尺度上打破区域界限考虑个体与区域整合关系［１７⁃１８］。 然而，相关研

究多选择在沿海地区、河流流域等人类活动剧烈的城市区域，对于森林、草原等生态脆弱且对全球变化具有极

强响应的自然地带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仍有待继续深入［１９］。 如前人基于“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框

架对深圳市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１７］，该方法集成社会—生态系统时空动态干扰与暴露指标表征城

市景观生态风险，为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发展，但指标体系中表征经济发展强度的夜间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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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及变化趋势并不适合自然生态系统，因此有关自然生态系统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估亟待发展。
２０１９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屏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

要战略需求，且社会各界愈加重视自然环境健康以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科学优化评估黄土高原的自然

景观生态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黄土高原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２０⁃２１］，自然恢复与人类干预作用强烈，以往的研究多将人类干扰作为负向影响，而黄土高原的植被恢复过

程中人类促进作用更为强烈，因此开展黄土高原自然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具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 此外，黄土

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刘迪等构建“概率⁃损失”二维模型考虑到自然灾害

和人为扰动等多重因素下的生态风险指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陕西地区风险逐渐升高［２２］，而傅微等以人类干预

（退耕还林和城镇化）角度分析认为退耕还林逐年拓展的区域生态风险趋于降低［２３］，因此亟待对黄土高原景

观生态风险进行全面系统地评估。
鉴于此，本研究从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出发，结合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构建适合自然生态系

统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黄土高原为例对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７ 年三

个时间节点的自然景观生态风险制图，探讨其时空变化特征，并对现状进行多情景制图探讨其生态安全格局

建设。 评价结果可对黄河流域未来生态规划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１　 数据及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位于中国中北部（３３°４３′—４１°１６′Ｎ，１００°５４′—１１４°３３′Ｅ），属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是地球上分

布最集中且面积最大的黄土区。 该地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由西北内陆干旱气候向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过

渡，年平均降雨量为 ２００—８００ ｍｍ，但降水量分布不均多集中在 ６—９ 月；多年平均温度为 ３．６—１４．３℃，气温

和降雨均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 黄土高原地形复杂，南部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北部为风沙地貌，
总体生态环境脆弱，生态风险高。 受水热条件和地形影响，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由东南向西北依次为暖温带夏

绿阔叶林、森林草原、干草原及中温带荒漠草原。 近年来随着生态工程大力实施，黄土高原植被恢复显著，但
同时也受到了强烈城市发展的侵扰，生态风险的增减尚无定论。
１．２　 数据源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主要包括数字高程模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ＥＭ）、气温、降水、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和土地利用数据等。 各数据具体特征和来源如表 １ 所示。 需要

说明的是，尽管 ２０１７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产品总体精度达到 ８５％以上，但在局部地区还存一些问题，例如将起

伏度较大的阴影区错分为建设用地，荒漠草地认定为沙漠，本研究对照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和 ＭＯＤＩＳ ＮＤＶＩ 数据对

２０１７ 年土地利用类型中的荒漠草地范围进行修正，并将错分为建设用地的阴影区根据周边临近土地利用类

型进行合并，使得该数据与前三期的分类体系和分布基本保持一致，最终将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耕地、林地、
草地、建设用地、水体和未利用地等六种类型。

表 １　 数据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

年份
Ｙｅａｒｓ

分辨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Ｍ ２００９ 年 ３０ 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气温、降水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６８ 个气象站点数据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ＧＩＭＭＳ ３ｇ ＮＤＶＩ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 ８ ｋｍ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ｃａｓｔ．ａｒ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ＭＯＤＩＳ１３Ｑ１ ＮＤＶＩ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２５０ ｍ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土地利用数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３０ 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ｖｅｒ ２０１７ 年 ３０ ｍ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ｅｓ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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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法

２．１　 自然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

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具有自调节功能的自然整体。 也就是说，在评估自然景观生态风险时，不仅要考虑静态

的空间格局，还需综合考虑动态的生态过程［２４⁃２５］。 因此，本研究根据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将自然景观生态

风险评估分为格局和过程两个方面，也就是将地理学横向空间异质性与纵向生态过程嵌套起来。 鉴于此，本
研究参考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估的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即潜力⁃连通度⁃恢复力） ［３，１７］，构建适合自然景

观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其中格局表示评价对象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自身属性和功能（即潜力），而
过程包括景观单元在空间邻域上的交互影响（即连通度）和时间上的自身动态持续变化趋势（即恢复力）两个

方面。 此外，为了区分风险评估中景观的自身属性特征和外界环境对景观的干扰，进一步将各准则中的指标

又划分为暴露和干扰两类。 具体涉及的指标如下（表 ２）：①格局方面，生态风险的暴露对应于景观单元的地

形、土地利用方式和植被覆盖度等要素；而外界干扰主要包括限制植被正常生长的必要条件水热状况和反映

黄土高原主要自然灾害水土流失的降水侵蚀力；②过程的连通度方面，生态风险的暴露主要考虑景观类型的

分离度和斑块的连通性，前者反应景观受到特定干扰时系统崩溃的概率，景观类型聚集系统崩溃的概率越小，
后者表征斑块的稳定性或抵御风险的能力［２６］；外界干扰则考虑城市开发对周边的干扰（建设用地距离）和景

观单元空间邻域交互作用的影响（景观生态邻接系数）；③过程的恢复力方面，生态风险暴露主要考虑植被自

身变化过程（植被指数变化趋势），表征其抗干扰能力；外界干扰则考虑土地利用类型流转，表征景观单元自

身功能的变化。 各指标权重基于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本研究基于专家的重要程度打分基础上进行优化确定最

终各指标间的重要程度，并基于 ＡＨＰ 软件计算各指标权重，且通过一致性检验。 各评价指标的具体计算方式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２　 基于“格局⁃过程”的自然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层次
Ｌｅｖｅｌ

准则
Ｃｉｔｅｒｉｏｎ

风险
Ｒｉｓｋ

指标
Ｉｎｄｅｘ

内涵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类型
Ｔｙｐ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格局 潜力 暴露 坡度 滑坡等地质灾害 ＋ ０．１１６２

Ｐａｔｔｅｒｎ 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利用现状 ＋ ０．０７３２

植被覆盖度 植被空间分布状况 － ０．１０３５

干扰 年总降水量 植被生长的重要因子 － ０．０９６８

年平均气温 植被生长的重要因子 － ０．０３５２

降雨侵蚀力 潜在水土流失威胁 ＋ ０．０６８４

过程 连通度 暴露 景观分离度 斑块的聚散程度 ＋ ０．０３３９

Ｐｒｏｃｅｓｓ 蔓延度指数 斑块的延展性和连通性 － ０．１２９９

干扰 建设用地距离 城市化对于自然生态的影响 ＋ ０．０６９８

景观生态邻接系数 空间邻接景观之间的相互作用 ＋ ０．０７７２

恢复力 暴露 植被覆盖变化趋势 绿色植被空间恢复程度 － ０．０６５３

干扰 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利用数据空间变化情况 ＋ ０．１３０５

　 　 “＋”表示该指标相对于景观生态风险为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风险可能性越高，则对其采用正向标准化；“－”表示该指标相对于景观生态风

险为负向指标，即数值越大风险可能性越低，对其采用负向标准化

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植被覆盖度提取时以非植被区域（包括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ＮＤＶＩ 的 ５％累计概

率值作为土壤背景值，以各植被类型的 ＮＤＶＩ 的 ９５％累计概率值作为其 ＮＤＶＩ 最大值；考虑到土地利用数据

中非植被区域也存在植被覆盖（如土地利用数据中整个建成区均定义为建设用地但实际有些区域是绿化

地），此处以耕地的 ＮＤＶＩ 最大值作为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 ＮＤＶＩ 最大值来计算植被覆盖度；将水体的植被

９２０７　 １７ 期 　 　 　 景培清　 等：基于格局⁃过程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的自然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以黄土高原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覆盖度直接赋值为 ０。 在进行蔓延度指数计算时，其值在斑块边缘具有较高的得分，但斑块内部均质区域得

分则为零，考虑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抗干扰能力，此处利用土地利用类型进行零值区域重新赋值，具体参见

表 ３ 中的土地利用类型的风险赋值。 在计算植被覆盖度时，对于 ＮＤＶＩ 显著性增加区域风险认为植被恢复状

态好预期的暴露明显降低，则将其生态风险赋值为 ０，对于 ＮＤＶＩ 显著下降区域认为潜在风险增大，赋值为 １。
对于植被非显著增加区域，将其趋势反向归一化到［０，０．５］，对于植被非显著退化区域，将趋势的绝对值归一

化到［０．５，１］。

表 ３　 各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ａ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数据处理方法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坡度 Ｓｌｏｐｅ 坡度≤２°时为风险极小，赋值 ０；坡度≥２５°时为风险极大，赋值为 １；坡
度在 ２°—２５°之间归一化处理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设定建设用地风险为 １，未利用地为 ０．９，耕地为 ０．５，草地为 ０．２，水域

为 ０．１，林地为 ０［１７，２７］

植被覆盖度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此处采用像元二分法［２８⁃２９］提取植被覆盖度

年总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基于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 软件以经纬度为自变量，高程数据为协变量进行插值

年平均气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基于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 软件以经纬度为自变量，高程数据为协变量进行插值

降雨侵蚀力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ｒｏｓｉｖｉｔｙ 基于水土流失方程中 Ｗｉｓｃｈｍｅｉｅｒ 提出的经验公式来计算［３０］ ，其中月
降水量和年降水量数据均采用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 软件插值

景观分离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软件对土地利用数据进行计算，其中窗口设置为半径
１ ｋｍ 的滑动窗口

蔓延度指数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软件对土地利用数据进行计算，其中窗口设置为半径
１ ｋｍ 的滑动窗口

建设用地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土地利用类型中的建设用地边界为起点进行距离制图

景观生态邻接系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基于 ＩＤＬ 软件分析逐个像元与 ８ 邻域像元的关系并取最大值作为中心
像元值，邻接系数如表 ４ 所示

植被覆盖变化趋势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利用近 １０ 年的 ＮＤＶＩ 作一元线性回归趋势分析

土地利用类型转化系数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利用两期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叠置分析，具体赋值参见景观生态风险邻
接系数

表 ４　 景观生态风险邻接系数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风险受体
Ｒｉｓｋ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风险源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ｓ

林地 ／ 草地 耕地 水体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林地 ／ 草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 ０．４ ０．１ ０．６ ０．９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０ ０．１ ０．２ ０．６ ０．８

水体 Ｗａｔｅｒｓ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９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ｌａｎｄ ０ ０ ０ ０．７ １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０ ０ ０．４ ０．８ １

２．２　 基于 ＯＷＡ 方法的自然景观生态风险情景设置

为了进一步增加自然景观生态风险评估的在决策中的偏好和可操作性，本研究基于 ＯＷＡ 算法中次序权

重计算黄土高原自然景观生态风险，实现多种决策风险情况下的生态风险评价，为生态安全空间优化决策提

供更全面的策略。 其情景评估思路是，首先对所有已经乘以 ＡＨＰ 权重的指标进行重排序，同一位置上的像元

１２ 个指标值计算结果从大到小重新排序；然后，利用 ＯＷＡ 算子计算 １２ 个指标在不同情景下的位序权重；再
利用重排序的指标与对应的位序权重相乘求和得到不同情境下黄土高原的景观生态风险。 目前常用的 ＯＷＡ
位序权重的方法为 Ｙａｇｅｒ 所定义的算子［３１⁃３２］，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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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ｊ ＝ ＱＲＩＭ（
ｊ
ｎ
） － ＱＲＩＭ（

ｊ － １
ｎ

），　 　 ｊ ＝ １，２，．．．，ｎ，ＱＲＩＭ（ ｒ） ＝ ｒ∂ （１）

式中，ｊ 为位序，Ｗ ｊ为位序权重，ｎ 为指标数量。 ｒ 为自变量，α 为表征情景的幂指数。 其中，α＜１ 表示越重要的

因子权重越大，位序越高其权重因子越大，即研究者持悲观状态，说明景观生态风险趋于增大；α＞１ 时表示位

序越低权重因子越大，即研究者持乐观状态，指景观生态风险趋于降低；α＝ １ 表示无偏好。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黄土高原风险时空分布特征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７ 年黄土高原自然景观生态风险分布如图 １ 所示，三期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分布特

征较为相似，由高到低依次为城市和沙漠景观、中部丘陵沟壑区草地景观、西北荒漠草地景观和东南部农田景

观、东南部高山林地景观，具有明显空间分异。 就 ２０１７ 年而言，高风险地区（风险＞０．６）主要分布在西北部沙

漠地区，东南部零散分布的城市建成区也处于高风险地区，如西安市、洛阳市等，面积分布相对较少仅占全区

的 ３．３２％（表 ５）；中风险地区（风险 ０．４—０．６）面积相对较大，占全区的 ３２．４０％，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中部丘陵

沟壑区，如甘肃天水、平凉市以及宁夏固原市等，其中相对而言西南部生态风险稍高；全区 ６３．８０％的区域处于

较低风险（风险 ０．２—０．４）状态，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平原区（河谷平原区）及西北部荒漠草原

平地区（鄂尔多斯乌审旗和鄂托克旗东部）；低风险区（风险＜０．２）面积最少，仅占全区的 ０．４８％，主要位于东

部和南部的高山林地，如秦岭北麓地区以及吕梁山和太行山。

图 １　 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从时间变化上来看，在退耕还林（草）等生态工程实施初期（即 ２０００ 年）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偏

高，平均值为 ０．４１０，生态工程实施后 １０ 年（２０１０ 年）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降低明显，平均值为 ０．３９２，但
２０１７ 年总体平均水平下降不明显为 ０．３８５（表 ５）。 其原因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黄土高原中部丘陵沟壑区的中

风险区大面积转化为较低风险区，同时内蒙古南部部分荒漠草地的景观生态风险也有所降低，总体上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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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即风险＜０．４）增加面积占全区的 １３．０８％；而高风险区（风险＞０．６）因东南部城市化发展有所增加，但增加

面积占全区的 １．３６％。 尽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景观生态风险平均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化，但空间上仍具有一定差

异，主要表现为东南部城市化持续发展增加的高风险面积多于西北部生态恢复降促进高风险降低的面积，总
体上高风险仍在增加，增加面积占总面积的 ０．０７％；在半干旱黄土丘陵沟壑区西部宁夏与甘肃交界的生态风

险明显降低，但在其丘陵沟壑区东部（如陕西省榆林市南部）生态风险有所增加；此外值得注意的关中的渭北

旱塬区（陕西省宝鸡市、咸阳市等）的生态风险也有所升高。 总体而言，近十几年间，自然景观单元（林地和草

地）受人类活动促进生态风险持续降低，而人工景观（耕地和建成区）受人类活动干扰生态风险升高明显。

表 ５　 黄土高原景观生态分级占比 ／ ％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７ 年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７ 年

＜０．２ ０．３０ ０．１９ ０．４８ ０．５—０．６ １０．１０ ４．８４ ４．００

０．２—０．３ ６．０１ ８．６２ １０．２３ ＞０．６ １．９０ ３．２５ ３．３２

０．３—０．４ ４０．８９ ５１．４８ ５３．５７ 平均风险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ｉｓｋ ｖａｌｕｅ ０．４１０ ０．３９２ ０．３８５

０．４—０．５ ４０．８０ ３１．６２ ２８．４０

３．２　 指标年际变化对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

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各指标变化情况如图 ２ 所示，其中年总降水量、建设用地距离、蔓延度指数和覆盖

度指数的平均值相对较大，说明这几个指标对综合风险值贡献大，需要重点关注。 从三期变化趋势来看，除建

设用地距离、植被覆盖变化趋势和降雨侵蚀力等三个指标外，其余指标均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植被覆盖度在

生态工程实施后风险值下降明显，说明近十几年间黄土高原水热条件优越，植被恢复显著，生态风险总体趋于

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建设用地贡献率较高，且呈现增长趋势，城市发展对其周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更为强

烈；植被变化趋势在近 １０ 年内风险有所上升，说明该阶段植被恢复处于稳定期，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相比并不

显著，其生态恢复潜力不足；此外随着集中性降雨的增多，近年来黄土高原降雨侵蚀力风险明显增大，对于丘

陵沟壑区来说该影响不容忽视。

图 ２　 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各指标平均值

Ｆｉｇ．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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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多情景风险制图与分级

设置从悲观到乐观的情景对指标进行 ＯＷＡ 评价，不同情景的景观生态风险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对比发

现，强悲观情景（α＝ ０．２）下，整个研究区内绝大部分区域处于高风险区域，只有秦岭北麓地区、延安市黄陵县

和黄龙县、吕梁山和太行山地区等高山林地处于较高风险区域；较强悲观情景（α＝ ０．４）下，西北部河套平原均

为大面积高风险区，中部丘陵沟壑区也存在大面积高风险区，但格局较为破碎；中等悲观情景（α ＝ ０．６）下，上
述高风险区范围进一步缩小，但问题仍然较为严重；弱悲观情景（α ＝ ０．８）下，高风险区与正常情景下一致，主
要为城市建成区和沙漠区。 弱乐观情景下（α＝ １．２）高风险区为城市建成区，其中以北部城市风险相对较为突

出，而沙漠地区已降低为中等风险，其他地区均为较低或者低风险区；中等乐观情景（α＝ １．６）也是城市建成区

和沙漠区风险为中等；较强（α＝ ２．５）和强乐观（α＝ ５．０）情景下全区风险值较低。 以上情景对景观生态风险评

估具有较好的预警效果。

图 ３　 ２０１７ 年黄土高原不同情景下景观风险制图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ｉｎ ２０１７

基于以上分析，中等悲观情景（α＝ ０．６）和中等乐观情景（α ＝ １．６）图层不仅数据分离度较好，且能够很好

地反映风险预警，因此本研究以中等悲观情景为风险恶化潜力，以中等乐观情景为风险控制潜力，进行空间叠

置分析，设定当同一个像元控制潜力低于恶化潜力两个等级时则认为该像元生态风险恶化在乐观情景下易控

制。 结果如图 ４ 所示，恶化潜力风险＞０．６ 的面积占全区的 ２１．１９％，主要分布在城市建成区（如陕西西安市、
河南洛阳市等）和西北部的沙漠（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大面积连续分布，同时中部丘陵沟壑区也存在大

范围不连续分布，其中难控制的面积相对较少，主要为北部城市建成区和杭锦旗乌海市的沙漠地区，面积仅占

全区的 ２．３８％，其余地区其恶化潜力风险均属于易控制性。 恶化潜力风险 ０．５—０．６ 的面积最大，占全区的

４２．８８％，但基本均属于易控性，其中在西部大面积连续分布，即西南部沟壑区包括甘肃中部等和西北部平原

区包括宁夏中南部、河套平原，但在西北部平原区相对更多，其余皆分布在恶化潜力风险＞０．６ 区域的外围且

成破碎形态，以东部平原和中部丘陵区为主（如陕北榆林地区）。 恶化潜力风险 ０．４—０．５ 的面积占全区面积

的 ３１．９６％，主要在西北部荒漠草地区大面积连续分布，在东南部高山林地外围也有部分，且绝大部分属于易

控制性，仅 １．５７％的面积处于难控性，基本均位于中部丘陵沟壑区，且为碎小斑块。 恶化潜力风险＜０．４ 的面

积占全区面积仅为 ３．９７％，且基本均属于易控制性，在空间上均为高山林地，在正常情景下均处于低风险区。

４　 讨论

４．１　 综合格局⁃过程的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有利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相较于传统仅依赖于土地利用数据的土地利用结构综合指数法和景观格局的风险指数法，本研究基于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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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潜力分区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合格局⁃过程的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即潜力－连通度－恢复力），构建适合自然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和

指标体系，该方法不仅考虑了评价对象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自身属性和功能，而且还包括了景观单元在空间

邻域上的交互影响和时间上的自身动态持续变化趋势，更为全面和系统地反应景观的格局和过程，符合景观

生态系统的本质。 另外，本研究还基于传统的景观格局风险指数法对研究区进行了评估，该方法采用干扰度

和脆弱度的乘积获得，其中干扰度是由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度的加权求和获取，脆弱度则依据

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经验赋值［３３］。 其评价结果如图 ５ 所示，可以看出仅在沙漠区表现为高风险，且北部荒漠草

地与南部的沟壑区的草地的风险基本无差异，在制定对策时难以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而综合格局⁃过程的

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更有利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结果更能体现生态系统的暴露和干扰，生态风险

评价图不仅显示土地沙漠化的高风险区域，同时凸显了城市发展和水土流失等黄土高原等多个重点生态

问题。

图 ５　 基于景观格局的风险指数法的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

Ｆｉｇ．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另外，本研究在参考前人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针对自然生态系统和黄土高原的生

态风险胁迫特点对其指标体系进行了改进。 例如，本研究聚焦于自然生态系统，因此剔除了反应经济发展状

况的夜间灯光强度及其变化趋势，根据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的特性在潜力的干扰层中增加了水分限制要素年

总降水量，同时考虑到土地开发利用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在恢复力的干扰层中增加了土地利用类型转化

系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景观连通度计算复杂且效率较低，一般适合于小区域（比如城市建成区）的计

算，在大区域的黄土高原难以获得相应的计算结果，因此本研究采用同样表征与邻域连通的蔓延度进行替换，
并进行改进（见 ２．１）；同时，多样性指数与景观分离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本研究为了继承传统的基于景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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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风险指数法，选用了景观分离度替换多样性指数。
４．２　 受城市发展影响趋于降低的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潜力不足

本研究发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间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总体趋于降低，平均值由 ０．４１０ 降低到 ０．３８５，但
２０１０ 年景观生态风险已经降低到 ０．３９２，近 ７ 年间景观生态风险降低潜力明显。 景观生态风险总体降低生态

工程实施功不可没，林地和草地等自然单元面积不断扩大，沙漠化问题退化，景观连通性变好，且植被覆盖度

一直在提升，其景观生态风险总体降低。 但是黄土高原同时受到城市扩展影响较强，在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

农田生态风险不断扩大，是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局部升高的主要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的基于景

观格局的风险指数法认为建设用地为城市生态系统，其稳定性强于自然生态系统，故赋值最低。 然而城市生

态系统依赖于外部物质的流入才能维持其强稳定性，一旦切断外部供给则其生态系统就会崩溃；同时城市生

态的系统发展比较快，外部的土地和物质补给量大，对其周边会产生强胁迫，因此本研究与刘焱序等［７］ 均认

为建设用地风险最高，所以黄土高原城市发展是其生态风险的主要干扰源。 其次，植被恢复力降低也是景观

生态风降低潜力不足的原因之一，生态工程实施前十年黄土高原变绿显著，但近期基本成型多呈现波动性变

化，植被恢复并没有前期显著，Ｚｈａｏ 等［２０］和 Ｌｉｕ 等［２１］也到相似的结果。 此外，本研究发现近年来极端降水的

增多，该结果与李双双等［３４］成果一致，极端降水的增多会增强丘陵沟壑区的土壤侵蚀的风险，也是阻碍生态

风险降低的因素之一。
４．３　 生态风险防范建议

根据本研究 ２０１７ 年景观生态风险评估及多情景风险制图结果，可以提出针对性的管理举措建议。
（１）高风险区：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属于高风险且大部分属于难控制区，尤其是北部外部条件恶劣的城

市其景观生态风险极高，建议加强内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合理配置城市内部绿地建设，对于北部环境恶劣的

小城镇建议限制发展，促进大城市集中化发展，减少多源干扰。 西北地区沙漠区属于高风险潜力易控制区，建
议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开展生态工程，以较低成本防止恶化为目标。

（２）中风险区：中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属于高风险潜力易控制区，水土流失是该地区的主要问题，近年来生

态工程成效显著，建议继续开展生态工程对现有成果进行巩固，对于局部高风险区优先进行针对性保护。
（３）较低风险区：平原农耕区也属于高风险潜力易控制区，城市发展是其主要潜力影响，建议严格落实土

地占补平衡政策，提高农田质量，整治撂荒土地；西北部荒漠草地区属于中风险易控制区，该地区早期沙漠化

问题明显，近年来生态恢复显著，但总体偏干旱植被以荒漠草地为主，建议在自然条件允许下继续保持和

改善。
（４）低风险：高山林地属于中风险潜力易控制区，建议继续保持提高保护等级。

５　 结论

本研究综合“格局⁃过程”的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构建适合自然生态系统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

体系，对黄土高原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７ 年的自然景观生态风险进行评估，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并对现状进

行多情景制图。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城市和沙漠景观、中部丘陵沟壑区草地景观、西北

荒漠草地景观和东南部农田景观、东南部高山林地景观，具有明显空间分异。
（２）随着生态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平均值由 ０．４１０ 降低到 ０．３８５，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下降不明显，生态工程持续实施 对景观生态风险持续下降作用变弱。 这是因为尽管自然景观

单元（林地和草地）受生态工程促进生态风险持续降低，而人工景观（耕地和建成区）受人类活动胁迫生态风

险升高明显，其中城市发展是风险增强的主要原因，此外植被恢复力不足和降水侵蚀力增强也会促使风险

升高。
（３）通过模拟不同情景探讨黄土高原安全格局建设，建议在高风险的城市建成区加强内部土地集约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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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限制北部环境恶劣的小城镇发展；西北地区沙漠区属于高风险易控制区，建议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以较低成本防止恶化为主；中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属于高风险潜力易控制区，建议继续开展生态工程，且对于局

部高风险区优先进行保护；平原农耕区建议严格落实土地占补平衡政策，提高农田质量；西北部荒漠草地区建

议在自然条件允许下继续保持和改善；高山林地属于中风险潜力易控制区，建议继续保持提高保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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